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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能源治理的三大思潮批判
———兼论中国能源治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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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面对当今严峻的气候变暖及相关的能源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在能源治理理论与实践上流行着三大思潮，即市场中心主义、技术至上主义与

激进低碳主义。 可是，这三大思潮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市场中心主义面临着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能源治理的市场失灵问题，技术至上主义面临着技术本身的局限以及技术

运用的资本逻辑问题，激进低碳主义面临着新能源发展滞后、西方福利资本主义与票选政

治以及全球气候正义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西方能源帝国主义霸权抵

制的制约。 在能源治理问题上，当代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反对资本逻辑、追求人民

至上、反对能源帝国霸权、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为世界能源治理，尤其是为发

展中国家的能源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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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现代社会的“血液”。 自人类大规模使用能源以来，化石能源一直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

地位，而化石能源的使用会产生大量负外部性。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最为明显也最受关注的能源负

外部性问题，就是全球气候变暖。 近年来，海水变暖、冰盖融化加剧，热浪、洪水、干旱、野火、破坏性

飓风等与气候变暖密切相关的灾害频发，以至于联合国秘书长与全球科学家多次发出“地球逼近多

个气候临界点”的警示，呼吁人类采取有效行动进行能源治理，以便应对气候变化。 但是，由于种种

缘故，全球能源治理仍然困难重重，不仅全球“碳中和”战略遭遇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阻力，全球大国

政治博弈与地缘政治博弈对于能源治理也产生了巨大冲击，今天的俄乌冲突对欧盟的石化能源需求

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就是典型的案例。 综观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治

理策略，可以发现，其中或隐晦、或显著地存在着市场中心主义、技术至上主义和激进低碳主义这三

种思潮。 在某种意义上，当今全球能源治理的困境都与这三种思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摆脱

当代全球能源治理的困境，我们有必要对其进深入的剖析与梳理。

一、能源治理的市场中心主义思潮批判

所谓能源治理中的市场中心主义，就是突出强调市场调节在能源治理中的作用，反对政府对能

源生产与流通的干预，把全球能源危机归结为作为自然物的化石能源的价格核算体系没有得到合理

有效的确立，把能源负外部性归结为生态损害长期被排除市场、生产成本以外，由此导致能源危机与

生态危机。 而人类只需要把绿色能源产品纳入市场、把生态损害纳入生产成本，就能够从根本解决

问题。 长期以来，这种主张主要在经济界与政治界比较流行。
在根本上说，能源治理的市场中心主义就是对市场作为“无形的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崇

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西方经济学的“金律”，也成为西方各种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根据。 尽管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曾经揭露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自由

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广泛流行，市场中心主义在能源治理界获得天然的合法保障。 在解决

生态危机、气候危机以及与之相关的能源治理问题上，“自然资本论”（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作为一种重

要的市场中心主义思潮至今仍然非常流行，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
按照所谓的“自然资本论”，造成当代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没有把工业生产

消耗能源所造成的生态损害纳入成本范畴，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生产成本，通过市场调节的手段在

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商业生态学（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的大力倡导

者保罗·霍肯（Ｐａｕｌ Ｈａｗｋｅｎ）等人就曾明确指出：人类挽救自身与生态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种以自

然资源定价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在这种商业模式中，保护气候“有意义且能赚钱”，能够为关心气候的

人提供“乐趣”，而为不关心气候的人提供“利润”①。 后来，该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自然资本论”。 当

代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Ｌｅｓｔｅｒ Ｒ． Ｂｒｏｗｎ）也倡导将资源使用和生态破坏转化为成本，主
张“创建起实事求是的市场，也就是能反映生态真实情况的市场……从而将间接成本纳入市场价

格”，只有这样，才能打造有能力保证持续发展的全球性经济。② 在霍肯和布朗等人看来，传统工业

资本主义的“资本”只包含货币与商品价值，但是，这种资本概念忽视了自然的价值，没有将资源消耗

和生态损耗纳入资本计算，因而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 反之，如果将自然生态

进行资本计算，将能源负外部性纳入成本分析，交由自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和能源结构调整，就能将

市场变为消解能源负外部性的工具，进而彻底解决生态问题。
自然资本论者和一些生态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在解决能源及气候问题中的中心地位，这是西方

社会由来已久的市场中心主义传统在能源治理领域的凸显。 可是，市场调节真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

能源危机乃至生态危机问题吗？ 对此，姑且不论单纯的市场调节本身就存在先天的调节失灵隐患，
目前的各种理论研究与能源危机的现实状况也已经表明，能源治理的市场调节，尤其是能源治理的

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后果难以乐观。
首先，单就能源治理的市场调节本身而言，它就面临困境。 （１）在现实中，现有的市场机制在能

源治理中已经出现了调节失灵的现象。 世界气象组织的观测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大气中的 ＣＯ２浓度

达到工业化前水平的 １４９％，而导致大气中 ＣＯ２浓度创下新高的罪魁祸首，主要是化石燃料的燃烧和

水泥生产的排放③。 对于市场机制未能有效控制 ＣＯ２排放的现象，国内有学者尖锐指出，“使用传统

化石能源带来的全球环境问题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规模和最大范围的市场失灵”④。 （２）在理论上，
如果将“以市场为中心”的原则应用到能源治理领域，也面临如下理论上的难题，包括能源资源的产

权归属问题；能源资源负外部性的责任主体问题；能源资源的绿色产品“搭便车”问题。 这些问题不

仅是理论上的难题，也是市场机制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
其次，在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驱动背景下，市场机制的失灵会被进一步放大。 （１）西方发达国家

的市场机制在根本上是围绕资本逻辑展开的，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会严重削弱市场调节机制，导致

市场机制的严重失灵。 宣称以自由竞争原则为“铁律”的市场经济，事实上处于资本的统治之下，
“资本的统治是自由竞争的前提”⑤。 资本统治下的市场追逐利润，而当前化石能源更能实现这一目

标。 因为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下，可再生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的竞争起点有差距，相较

于可再生清洁能源，化石能源具有基础设施完备、技术成熟度高、短期相对成本低廉等优势，更受讲

求成本－效益的市场青睐，这对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构成阻力。 以美国为例，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化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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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其能源消费结构中仍然占据较大比例，达到 ７６ ９１％①。 更重要的是，化石能源的既有优势致使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锁定并进一步固化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体系。 在全球化矛盾冲突

愈发明显的当前形势下，“全球帝国主义参与者出于国家和资本的利益还将深化这种化石燃料经济，
除非被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运动所阻止”②。 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

依靠市场并不能解决具有公共领域特征的能源治理结构性问题。 （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调节是

被动滞后的，容易导致不正当竞争，表现之一就是绿色能源技术攻关过程中的市场寻租。 能源结构

的绿色转型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而全世界能源行业民间筹款开展研发工作的比例异常的低，因为

能源技术的高成本是民间投资能源技术的巨大障碍。③ 市场中的大多数主体只有有限的动力进行绿

色能源技术创新，除非它们能获得一些保证以应对市场的高风险。 然而，奉行自由放任原则的资本

主义市场，难以主动引导和预先引导市场主体开展绿色能源的技术攻关，即便“垄断新技术以获得暴

利”的动机驱使部分市场主体推进能源技术改革，这一动机也同时驱使它们为实现垄断利润而进行

寻租活动，影响甚至操纵不正当的政府干预，导致市场失灵。 （３）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具有“唯利

是图”的特征，这决定了它不会以充分满足人们的能源需要为根本目标，难以公正分配能源资源。 可

以说，公正享有能源资源是促进当代社会正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关注和满足能源贫困群体的能源需

求，保障和实现能源贫困群体的生存权、发展权，是当代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 然而，直至今天，世界

上依然存在大量能源贫困人口。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９ 年，全球通电率为 ９０ ０９７％④，
这意味着世界上数亿人口无法用电，被排除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之外。 无法用电人口与贫困人口

存在密切相关性，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无法满足这部分群体的能源需要。 在当代社会，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求便捷、低廉、稳定的能源保障。 可是，唯利是图的市场，其能源交易的

根本遵循是“资本增殖”，无论能源贫困群体生存发展的能源需要，还是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能源需

要，都无法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得到保障。 因而，在充分满足人们能源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
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存在失灵缺陷。

最后，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能源治理的市场机制还受到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的各种

利益的制约。 事实上，频繁的周期性危机早已使这些国家认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所以，凯恩斯主义

式的国家干预隐伏在其经济体系之中，在社会消费需要被刺激提振的时候显现。 但是，这些国家能

源治理中的干预措施，不是为了引导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而是为了维护化石燃料集团的利益，在某

些时候则是为了维护新能源集团的利益；不是为了保障民众的能源需要，而是为了保障能源市场的

利润需要；清洁、绿色、低碳不是这些国家的持续性目标，“低碳”口号是出于政党政治赢得选票的需

要。 政府干预能源治理的最终目的，是维持以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为核心的经济、政治、社会运转。 可

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界、政治界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对此不加甄别，不顾本国国情，僵化奉行市场

崇拜，盲目追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能源治理中宣扬市场中心主义，实际上不利于本国能源结

构的绿色转型。
不可否认，市场机制在能源治理中一方面存在失灵的现象，另一方面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程度的

调节作用。 为此，我们需要辩证对待，既不能一概否定市场的调节作用，也不能由此而夸大、盲目崇

拜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毕竟是要在总的社会调节下才能合理实现和有效

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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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治理的技术至上主义思潮批判

能源治理中的技术至上主义认为，无论是传统石化能源存储有限与新能源开发无法满足经济发

展的能源短缺危机，还是能源（包括传统能源石化能源与各种新能源）开发与消费造成的环境污染与

气候变暖危机，在根本上都是一个技术问题，都是由于新能源开发技术、能源保护技术以及传统能源

的减碳技术的局限性造成的。 因此，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特别是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相关

能源开发技术、减碳技术的突破，能源危机、气候危机、生态危机最终也能在根本上得以缓解。 著名

未来学者阿尔温·托夫勒（Ａｌｖｉｎ Ｔｏｆｆｌｅｒ）就秉持这种乐观态度，他对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氢能等新

能源技术抱持极大信心，认为“一旦我们把这许多的新技术综合运用，可供选择的有利机会将按指数

律而上升，这将引人注目地加速第三次浪潮能源基础的建设”①。 此类观点在当代西方社会的理论

和实践中并不鲜见，如在学界、政界和科技界等领域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德国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赫

尔曼·希尔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Ｓｃｈｅｅｒ）就强烈主张可再生能源技术具有强大效应，他称可再生能源是“永不

枯竭”的能源，提出：“如果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我们就坚持关注可再生能源，那么我们也许就不

会面对如今全球所遭受的气候变化威胁，就不会因为争夺能源而发生战争……”②。
目前，这类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强调技术进步能不断实现新的能源

效率革命、造就污染更少的新能源，从而减少甚至消除能源使用对气候变暖的“贡献”，挽救人类面临

的能源危机、气候危机与生态危机，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好的未来。 当代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

福斯特（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ａｍｙ Ｆｏｓｔｅｒ）将这种思潮描述为：“技术的魔杖最受欢迎，似乎可以提供改善环境又不

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的可能性。”③与能源治理的市场中心主义思潮主义在经济界与政治界

流行不同的是，这种思潮主要在新能源开发、传统能源改造以及气候治理的工程技术领域流行。
平心而论，能源治理确实与技术开发、技术改造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能源治理涉及经济发展、

民生福祉、能源市场博弈等方面。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涉及地缘政治博弈与大国政治博弈，比方说著

名的阿富汗问题、波斯湾战争问题、俄乌冲突问题，背后都有地缘政治博弈与大国政治博弈的影子，
并非微观的能源技术开发与技术改造的革新就能够解决。 所以说，技术进步只是能源治理的一个方

面，它是解决生态危机与能源危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退一步讲，即使在微观的能源开发与技术改造领域，技术至上主义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目前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技术魔杖”消除气候变暖、空气污染等负外部性，其思路和方案大

体有两类：一是希望以技术进步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耗，最终达到节能减排的效

果。 可是，杰文斯悖论（Ｊｅｖｏｎ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早就打破了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可以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的

技术神话④。 早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ｅｖｏｎｓ）就已经通过研究证实：技术进步实际上并不能如人所愿减少能源消耗总量，因为伴随

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是能源消耗的中长期增加，而不是减少。 因为，“效率的进步只有在演化过程中

响应效率进步但不改变现有行为组合时，才会引起资源的节约”⑤。 在当代能源治理中，技术进步确

实有助于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然而，这不意味着全球化石能源的消耗量降低。 事实上，当代全球

化石能源需求和依赖呈现增强趋势，化石能源消耗量及碳排放量持续上升。 国际能源署统计数据显

示，新冠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暴发之前的近三十年间，全球煤炭、原油、石油产品、天然气的最终消

费总量（ｔｏｔａｌ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由 １８０１ 万万亿焦耳增加到 ２７７２ 万万亿焦耳，全球煤炭、石油、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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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 ２０４６８ 百万吨增加到 ３３３９２ 百万吨①。 这再一次验证了杰文斯悖论。 况且，资
本逻辑一刻不停地驱动全球消费社会的运转，驱动技术实现社会消费的不断扩张，驱动社会系统快

速赶超能源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以攫取一切可能的利润，最终导致能源消耗增加。
二是发展新能源技术，试图以新能源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进而取代传统化石能源，达到减排减碳

的效果。 可是，这一方案至少有两点缺陷。 首先，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并非一蹴即至，至少就目前而

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存在明显短板。 新能源开发中存在大量较难攻克的技术难题，如风力发电机

组效率低，电解水制氢技术性能差，生物质能转化利用技术滞后，光伏发电的关键设备性能衰减严

重，且当前各类新能源开发大都面临转化率低、储存困难等问题；新能源开发极其依赖自然条件，如
风能、太阳能、潮汐能严重受制于地方性的自然禀赋，且目前的储能技术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从而

导致用电高峰期无电可用、发电高峰期被迫弃电的双重困境。 当前新能源开发中存在的诸种难题致

使它的成本居高不下，很难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其次，新能源技术革命在更深层次上是一个政

治问题。 一方面，新能源技术从实验室诞生到规模化生产和应用，必须经历政治决策、公众接受、方
案执行等多个环节，“技术魔杖”并非唯一的决定性要素。 另一方面，即使部分新能源技术实际上已

经取得相应进展，国家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政治等方面的壁垒，也会顽强

阻击新能源技术的全球流动和推广。 所以，新能源技术进步只是实现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的必要条

件，但远非充分条件，“能源效率方案只是低碳化的一条路径，而且只是更根本方案的补充”②。 而技

术至上主义有意忽略技术的社会和政治属性，将能源负外部性简化为纯粹的技术问题，原因在于，
“技术与资本存在逻辑共契，技术通过‘资本化’转化为技术资本”③，由此，技术异化为资本追逐剩余

价值的纯粹工具，不是服务于人的真正的能源需要，而是服务于资本增殖。 可是，资本的增殖本性是

无限的，极易导致对能源的滥用和浪费。 综上，“技术魔杖”实际上只能解决能源治理领域的部分技

术问题，而不能解决能源技术推广普及的公共政治问题，也不能解决技术异化为资本逐利工具的根

本制度问题。
既然单纯依靠能源技术进步并不足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化，为何西方发达国家仍然

热衷于在能源治理中强调技术至上呢？ 从技术垄断与全球争霸的角度讲，其根本的政治目的恐怕是

为了巩固自身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领先水平和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固化当前全球能源秩

序。 “领先水平”为“领导地位”制造合法性。 整体而言，由于较早开始和完成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能

源技术水平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而在能源治理的技术至上主义逻辑中，先进意味着话语权，意味着领

导地位。 因此，强调技术至上主义也就能帮助发达国家巩固其领导地位与垄断地位。 在现实社会

中，西方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封锁能源技术、建构绿色壁垒来巩固其在当前全球能源秩序中的优势地

位。 而对于《巴黎协议》等国际气候协议中要求发达国家在气候与能源开发方面增援发展中国家、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的规定，西方发达国家总是百般拖延、敷衍了事，也在相当程度上证

明了其目的。
当然，认识到技术的固有局限及资本逻辑下技术运用的缺陷，并不意味着否定技术在能源治理

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要反对现代社会将一切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的危险倾向。 “科学引诱我们想

要一劳永逸地结束政治，把人类境况转变为一系列可以用确定方案来解决的技术问题。”④但能源治

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科学问题、技术问题，更是事关全人类公共领域的政治问题。 我们要尊重

这一问题的科学性，更需要慎重分析该问题的政治性。 科学技术能够回答（或部分回答）化石能源负

外部性的原因和解决方案，而政治行动才能扫除能源结构绿色转型过程中的执行阻碍。 在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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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根源于工具理性传统的能源治理的技术至上主义，存在着浪漫主义的盲目乐观倾向，同时也在一

定程度上遮蔽了西方发达国家维护其垄断地位的真相。

三、能源治理的激进低碳主义思潮批判

近些年来，受温室效应理论影响，在气候界、经济界与能源界流行着一股激进的低碳主义思潮，
强调工业经济发展中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导致了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认为这是造成当前全

球气候变暖乃至人类生存危机的罪魁祸首，甚至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人类生存临界点”，必须实施节

能减排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甚至提出二氧化碳“零排放”的设想。 所谓“碳中和”战略由此而生。
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碳中和”战略，人类必须迅速放弃使用煤炭、石油与天然气，大力开发新能源，
通过各种方式快速节能减排，到 ２０５０ 年全球实现“碳中和”。

从温室气体理论的角度说，全球通过节能减排实现“碳中和”的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
是，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淘汰石化能源、实现能源结构转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否
则可能欲速而不达。 姑且不论新能源发展滞后，如风电、光电严重受制于天气和季节、新能源储能基

础设施短缺等因素，尚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也不论化石能源仍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即便致力

于净零排放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也承认世界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并给出“２０５０ 年化石能源仍在能源

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展望①，更不用说激进的节能减排有可能严重影响民生，引发民众对能源减

排政策的不满与抵制，近年各国出现的能源供应吃紧以及石化能源的价格上涨，新能源开发冲击，甚
至造成衍生灾难，就是典型的例证；更棘手的是，激进低碳路线甚至造成地缘能源博弈与大国霸权博

弈，引发能源贸易冲突、地缘政治冲突与大国冲突，煤炭、石油等传统石化能源因紧缺而导致盲目开

发，与“碳中和”战略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外，在现实世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强调的激进低碳路线，是“特定构型的低碳化，以欧

美工业发达国家既存的或已然萌生中的绿化现实为摹本”②。 这种“特定构型低碳化”的不合理之处

突出表现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高” “能源单

位利用率低”等方面攻击发展中国家，并以此为由使用技术标准、碳排放标准、反倾销等手段对发展

中国家设限。 可是，这种“特定构型的低碳化”，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碳排放量高、历史碳排

放量高、消费碳排放量高，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低、历史碳排放量低、消费碳排放量低等事

实，是帝国主义行为逻辑的当代凸显，是能源帝国主义霸权的现实表现，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和抵制。
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霸权，我们可以从新自由制度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创立者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那里管窥一豹。 在基欧汉看来，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

暖，有必要“构建一个完整一致的国际治理体系”，这个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对管制宽

松地区进口的产品征收特殊税费”，例如“印度和中国这种仍在新建大量燃煤电厂”国家的产品③。
不幸的是，类似主张在现实政治中已经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欧盟通过

“碳边境调节机制（ＣＢＡＭ）”议案，这意味着欧盟对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的设想进入法律实施阶段；
美国则在更早的《限量及交易法案》和《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规定了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相

关内容。 这些行为是借“低碳”名义施行贸易保护主义，以便继续维持长期以来国际能源领域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等级差异和不公正秩序。
绿色低碳本应是世界各国及全球能源治理的实质性目标，可是在追求能源霸权、构建国际能源

帝国秩序的背景下，低碳叙事却被西方发达经济体用作维护某些资本集团特殊利益的话语手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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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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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世界能源转型展望》，（２０２１－０６－０６）［２０２２－０５－０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ｅｎａ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１ ／ Ｊｕｎ ／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ｌｏｏｋ。
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罗伯特·基欧汉：《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学：对政治科学的挑战》，谈尧、谢来辉译，《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利用低碳话语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以发展中国家高碳排为理由开启碳关税，以
碳关税的“绿色壁垒”维护本国资本集团利益。 另一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某些利益集团利用低碳

话语谋取利润，罔顾本国普通民众的能源需要。 ２０２１ 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大停电事件有力说明了这

一事实。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北极气团携带冷空气一路南下，引发得克萨斯州百年难遇的极端严寒，致使为

该州提供主要电力服务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发电机遭受重创，导致停水、停电，以致数百万居民基

本生活无法保障，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电力公司趁机涨价，而政府束手无策、毫
无作为。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低碳话语在根本上是围绕资本逻辑运行的，并不能充分关注全球社

会以及本国民众的能源需要。

四、当代中国能源治理的启示

从根本上看，当代西方能源治理流行的市场中心主义、技术至上主义以及激进低碳主义三大思

潮，实际上就是对市场、技术、低碳发展的崇拜。 可是，全球能源治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技术与

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系统过程，甚至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稳定问题。 上述三大思潮分别局限于市场

治理、技术治理与低碳治理，不能全面、综合地分析与处理这些问题，只在局部领域进行激进处理，不
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最为值得警惕的是，虽然在西方政治界、科学界以及社会各界，许多人实际上

是知道市场治理、技术治理与低碳治理的局限性的，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批评与改进建议，但是，在
全球发展意识形态化、资本逻辑化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下，上述三大思潮的流行不仅没有能够

受到有效遏制，反而在维护西方霸权的内在驱动下全球推广，导致全球能源政治的纷争现实与不利

后果，不利于维护全球正义与能源正义。
那么，全球能源治理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呢？ 放眼全球，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能源治理走出了

与西方不同的新路径。 目前中国在风能、水能、核能等新能源开发以及能源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提供了一系列值得认真思考的新对策。 这对于全球能源治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

能源治理，也许是一种能够给人类带来绿色希望的新政治。
第一，当代中国在风能、核能、氢能等能源开发以及化石能源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

就，为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与生态环境治理打下良好基础。 目前，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
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以及在建核电装机容量，均位居世界首位。 此外，中国的风电、
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且技术水平和制造规模均处世界前列。 在核能方面，
中国在三代压水堆核电、四代高温气冷堆核电等多项核能利用技术方面突破瓶颈，领先世界。 在氢

能方面，近年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迅速，在氢能加注方面取得突破，已累计建成加氢站超过 ２５０ 座，
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且这一数量约占全球总数的约五分之二①。 在化石能源污染治理方面，中国的煤

电排放技术取得相当进展，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中国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超过 １０ 亿千瓦，节能改造

规模近 ９ 亿千瓦，灵活性改造规模超过 １ 亿千瓦②，极大地提高了化石能源清洁化改造能力。 总体而

言，中国在新能源开发及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方面取得相当进展，引领了全球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为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生态环境做出重要贡献。
第二，中国的能源治理强调“人民至上”，以适合国情的“双碳”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的能源治理

道路。 中国在关注国内民生与反对西方霸权的同时，“逐步地走向为了人类的真实的需要而进行生

产”③。 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背景下，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仍处于国际产业链

中低端、能源需求迫切的现实状况下，中国顶住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和外部国际交往的压力，制定“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发展战略，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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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就是，生态环境关系民生福祉，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的关键举措。 这充分说明，中国的能源治理不以追求资本增殖为目的，而是以满足人民的真

正需要为目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双碳”战略的方案设计充分考虑自身能源禀赋，协调好当前民众

的能源需要与长期的生态改善需要之间的关系。 多煤、缺油、少气、可再生清洁能源有待发展，是中

国能源禀赋的基本现状，它决定了煤炭是保障中国能源供应的基础资源。 ２０２１ 年，煤炭消费仍占中

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５６％①。 虽然煤炭的碳排放系数较高，但是，为保障能源安全、满足民众能源需要、
掌握自身的发展命运，中国并没有将“低碳”与“减煤”简单等同，而是抵制西方发达国家所要求的霸

权式激进低碳道路，立足当前高碳能源结构、高碳产业结构和处于中高速发展阶段的国情②，设定适

合中国能源现状的“双碳”战略，布局实现“煤炭供应安全兜底、油气核心需求依靠自保、电力供应稳

定可靠”③的能源目标，达到保障能源供应与促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化转型的双重目的，走出一条符

合国情的能源治理道路。
第三，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综合处理市场治理与政府治理、技术治理

与社会治理、低碳发展与和谐发展的辩证关系。 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充分稳定的能源供应和实

现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之间存在暂时性矛盾，解决这一暂时性矛盾要求发现矛盾双方的内在统一。
实际上，双方统一于绿色发展的交集点。 目前，绿色发展已经写入中国“十四五”规划的顶层设计。
为实现绿色发展，中国努力做到：（１）既完善有效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能源资源中的决定

性作用，又推进有为政府建设，主动发挥政府在能源治理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克服资本主义市场机制

的不完全竞争、不正当竞争和分配不公等，实现能源的充分稳定供应和公平合理配置；（２）不仅把能

源结构转型理解为技术的创新发展过程，还将其理解为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既给予能源技术革新

以充分重视，又着眼于能源转型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广泛动员民众开展社会治理，使能源结构的绿

色转型成为一项汇集民智与凝聚民力的共同事业，真正推动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３）既重视能源结

构绿色低碳化的实质性进展，制定明确而清晰的“双碳”战略路线图，又重视辩证对待经济发展与低

碳转型、低碳转型与能源保供的关系。
第四，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能源治理过程中，中国一方面通过革新绿色发展理念、创新低碳能源技术、完善低碳转型体制机

制，不断提升自身能源治理的实力和能力，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治理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经济和技术合作平台与机会，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建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启动

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增加能源基础设施绿色项目投资，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在合作共建国家落地，以
便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绿色低碳能源。 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能源和气候治理中，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

政府间国际组织，并积极承担责任、始终主持公道，执行与主权国家进行平等对话、互利共赢的多边

主义，号召各国一道促进全球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化，共创一个清洁美丽的和谐世界。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的能源治理还面临许多难题，尤其是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上升到世界

首位，受到全球严重关注。 在西方能源霸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能源治理之路注定

不会一帆风顺。 但是，通过中国在能源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启示：西方社会流

行的市场中心主义、技术至上主义和激进低碳主义思潮并非全球能源治理的普遍“救世良方”，各国

应大胆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能源治理道路，以人民利益为上，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能源霸权

主义的基础上精诚合作、凝聚共识，共同构建能源治理方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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